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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以西的甘青地区是我国最早开展考

古工作的区域之一，本文所称甘青地区即指天

水以西区域，目前该区域基本确立了庙底沟文

化仰韶中期—马家窑文化仰韶晚期这一文化序

列。这一区域并非新石器化［1］的原生区域，

其新石器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在河湟洮地区的

出现与传播有关。马家窑文化向河西走廊、

同德盆地和川西山地的传播，亦催生了这些

区域的新石器化。甘青地区仰韶中晚期庙底

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扩散为我们了解农业

人群［2］进入非农业区域应对新环境的策略和

方式提供了线索。

一、庙底沟文化西进

仰韶中晚期甘青地区第一次文化扩散为

泾渭河流域以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天

水西山坪等遗址为代表的庙底沟文化向西扩

散，进入河湟洮地区。河湟洮地区的庙底沟

文化遗存是该区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探讨河湟洮地区庙底沟文化的形成过程，即

是在探讨河湟洮地区农业人群的出现方式。

河湟洮地区发现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主要

集中在青海东部［3］，分布在民和、循化和化

隆三县。遗存较丰富者有民和胡李家［4］、民

和阳洼坡［5］、民和肖家［6］和民和胡热热［7］

等遗址，以胡李家遗址为代表。

胡李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中川乡光明村，地处黄河北岸的坡前

三级黄土台地上，海拔1845米，南距黄河约

3000米。该遗址分别于1999年和2015年经过

两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645平方米，

发现新石器时代灰坑11个、灶坑10个、房址2

个、陶窑2座和墓葬1座。

胡李家遗址出土的夹砂陶器以罐和小口

尖底瓶为主，泥质陶器以彩陶盆、彩陶钵、素

面盆和素面钵为主。（图一，1～8）“陶器的

烧制火候一般都比较高，陶质坚硬……在制

陶工艺上，主要是泥条盘筑法，使用了慢轮

修整”［8］。夹砂陶器均饰绳纹。彩陶纹饰主

要位于钵和盆的腹部，多为在橙色陶胎上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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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民和胡李家遗址出土陶器和纹饰
1. 罐（H13︰80）  2、3. 小口尖底瓶（H13︰89 、H13︰83）  4、5. 彩陶盆（T1②︰1、T1003②︰3）  6. 彩陶钵及垂弧纹

（T1004②B︰3）  7. 素面盆（F3︰7）  8. 素面钵（T1②︰2）  9、10. 花卉纹（G1︰1、T1003②︰3） 
11. 竖条纹（H17︰2）  12. 鸟纹（T2189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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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彩，纹饰多为花卉纹、垂弧纹、竖条纹和

鸟纹，花卉纹以弧边三角、弧线、网格和圆点

为主要构图元素。纹饰表现手法有阴文和阳

文两种，以阳文为主，阴文仅见于写实花卉

纹。（图一，9～12）发掘者认为胡李家遗址

属庙底沟时期。有学者将其直接归入庙底沟

文化［9］，还有学者认为其是泾渭河流域庙底

沟文化向西扩展的结果［10］。

胡李家遗址的陶器烧制火候较高，制作

技术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相同，均为泥

条盘筑成形，慢轮修整。距胡李家遗址较近

的庙底沟文化遗址有天水师赵村遗址、西山

坪遗址［11］和秦安大地湾遗址［12］等。民和与

天水之间为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交通不便，

因此民和地区可看作一块庙底沟文化的“文化

飞地”［13］。

胡李家、阳洼坡等遗址发现的房址均

为木骨泥墙结构，平面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之

分，建造方式有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种，房屋

的中部均有灶。这说明这些房子均供日常居住

使用。泾渭河流域的房屋大致经过了由圆形到

方形，由半地穴式到地面式，从无灶到单灶

再到双灶的发展过程［14］。因此，河湟洮地区

庙底沟文化房屋的特点已非人类定居生活的

最早居住形式，尤其是阳洼坡遗址F3面积较

大，需要一定的修建技术。（表一）河湟洮

地区庙底沟人群房屋修建技术在民和本地原

生的可能性很小，应该借鉴了泾渭河流域的

房屋修建技术。

胡李家遗址发现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

主，琢制次之，磨制石器较少。有的石器通

体琢制，有的仅刃部磨制。细石器工艺仍有

保留，多为石核、燧石小石器和小石片等。

在泾渭河流域，细石器仅在秦安大地湾二期

（老官台文化）［15］、北刘下层（老官台文

化）［16］和临潼姜寨一期（半坡文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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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仰韶文化时期或者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中发

现，庙底沟文化和同时期的遗存基本不见细

石器。这与大地湾遗址的历时性观察结果基

本一致，即细石器大约出现于18000 BC，在

10000 BC左右达到顶峰，5000 BC以后基本消

失不见［19］。

陶器和房屋修建技术显示胡李家遗址的

出现可能是泾渭河流域庙底沟人群直接移民

的结果。而生产工具中细石器的出现有两种

可能：其一，与该地区旧石器传统有关；其

二，胡李家人群的二次发明。使用细石器的

人群自1.7万年以来便在河湟洮地区活动［20］。

青海贵南拉乙亥遗址是河湟洮地区使用细石

器的遗址中年代最晚的，树轮矫正后年代为

5801 BC～5508 BC［21］。民和胡李家遗址的测

年数据为3500±136 BC［22］，阳洼坡遗址为

3427±84 BC［23］，与贵南拉乙亥遗址的细石

器遗存之间尚有约2000年的缺环。拉乙亥遗址

出土的一件染色板上有红色颜料残留斑痕，

而胡李家遗址中不少石器、石片以及石头有

涂红的痕迹，这似乎暗示胡李家遗址与拉乙

亥遗址的细石器遗存有一定的联系，但目前

缺少直接有力的证据。

人群居住方式、烹饪用具和生产工具的

改变与食物种类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拉乙

亥遗址尚未发现农业证据。该遗址出土石

磨盘和石磨棒上的植物微体遗存表明，拉

乙亥人群采集的野生植物中黍族约占1/2，

大麦属约占1/3，还有少量的豆类和块根类

等［24］。其肉食来源主要有环颈雉、鼠兔、

沙鼠、喜马拉雅旱獭、狐和羊等。河湟洮地

区的庙底沟文化农作物以粟和黍为主［25］，但

狩猎采集在生计方式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

胡李家遗址的家养动物以羊和猪为主，野生动

物主要是鹿，也有犬科动物和少量鸟类、啮齿

类动物。因此，胡李家遗址发现的羊、猪等家

养动物的出现也应该与泾渭河流域有关。

胡李家遗址向我们揭示了庙底沟文化扩散

的一种可能性。掌握了陶器制作和房屋修建技

术的泾渭河流域庙底沟人群携带着农作物和家

养动物，顺渭河、洮河而上，到达了河湟洮地

区，基本复制了泾渭河流域的居住形式和生计

方式。与泾渭河流域庙底沟文化人群不同的是

狩猎采集在胡李家遗址肉食来源中占有一定

的比例，因此该遗址有不见于同时期泾渭河

流域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等狩猎工具。

庙底沟文化主要分布于陕晋豫交界地区

及关中地区，鼎盛时期向南进入峡江的大溪

文化，向东到达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向

北进入河套地区。除甘青地区外，其他地区

均在当地文化中仅发现了庙底沟文化彩陶。

这暗示庙底沟文化在扩散过程中，采取了不

同的方式——若当地已经存在农业人群，则

可能融入其中；若当地尚待开发，则复制原

来的生活方式，并根据食物资源的变化，适

当调整生计方式。

二、马家窑文化的扩散

河湟洮地区是马家窑文化的核心分布

区。在发展过程中，马家窑文化向西南扩散

至同德盆地，向西北进入河西走廊，向南进

入川西山地。因河西走廊材料多系采集，此

处不展开。

（一）马家窑文化向西南的扩散

马家窑文化向西南的扩散以宗日遗址为

表一      河湟洮地区庙底沟文化房屋信息［18］

编号
平面
形状

建造
方式

柱洞
灶坑
（个）

门道
面积
（m2）壁柱

（个）
室内柱
（个）

胡李家F3 圆形 半地穴 6 0 1 √ 8

阳洼坡F4 圆形 半地穴 10 0 1 √ 16.6

胡李家F2 长方形 地面式 ？ 3 1 ？ 7.5

阳洼坡F3 方形 半地穴 8 5 1 √ 36.6

注：“√”表示有相关发现，但数据不详；“？”

表示信息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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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宗日遗址地处同德盆地，发现了“少

数具有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以及齐家文化

特征的陶器……但最多见的是具有地方特色

的新器物……均与相邻的文化截然不同。据

此完全可以命名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宗

日文化”［26］。宗日遗址是同德盆地最早的新

石器时代遗存，探讨宗日遗址的形成过程即探

讨同德盆地农业人群的出现方式。

宗日遗址发现了大量柱洞和灰坑，这表明

其已实现了定居。农作物是宗日遗址人群的主

要食物来源，肉食也占有一定的比重［27］。农

作物以旱作的黍为主，粟为辅［28］。与农业人

群不同，宗日人群的肉食来源以狩猎为主，

家养动物仅占1.36%，野生动物以羊亚科、鹿

科和羚羊亚科为主，家养动物以狗为主，狗

的数量较少，表明养狗可能并非为了肉食，

而是为了打猎［29］。

宗日遗址中马家窑文化因素陶器约占

5.9%，半山文化因素陶器约占7.9%，宗日文化

陶器约占85.3%［30］。宗日文化陶器是在马家窑

文化陶器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而来的［31］，两

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宗日遗址出土的马家

窑文化因素陶器以腹耳壶、罐、钵、腹耳瓮

和盆为主。（图二，1～8）宗日遗址出土的

宗日文化因素陶器以腹耳壶、壶、钵和单把

罐为主。（图二，9～16）宗日文化的钵、

壶、腹耳壶器形与马家窑文化基本相同，二

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陶质陶色、装饰方式、

彩陶纹饰和彩绘颜色等方面。马家窑文化陶

器多为泥质橙黄色，饰黑色彩绘，常见纹饰

有花卉纹、变形花卉纹、条带纹、漩涡纹和

舞蹈纹等。宗日文化陶器多为夹砂乳白色，

常饰绳纹或附加堆纹，少量以红彩绘竖条纹

和折线纹等。（见图二）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宗日遗址墓地中341

件宗日文化陶器单独随葬，约占宗日遗址墓

地随葬陶器总数的73.8%。马家窑文化陶器和

半山文化陶器有的在墓葬中单独存在，有的

与宗日文化陶器共存。见诸报道的32件马家

窑文化陶器中，12件单独随葬，另外20件与

19件宗日文化陶器共同随葬。在有的墓葬中宗

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陶器的比例差异很大，

如M71中宗日文化陶器占比超过80%，而M157

中马家窑文化陶器占比超过80%。M198以

马家窑文化陶器为主，但占比小于80%，43件

半山文化陶器仅2件单独随葬，其余41件与69

件宗日文化陶器共同随葬，这说明外来文化

对这一地区的影响较弱，这些外来文化与宗

日文化很可能是一种融合、共处的局面。

宗日文化的产生与马家窑文化有关［32］，

但二者的生计方式差异较大。属于马家窑文

化的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有粟、黍

（稷）和大麻籽等，以黍为主，H19保存有

约2立方米黍炭化后的秆、穗和谷粒等；出土

的家养动物遗存有猪、狗、牛、羊和鸡等，

野生动物有鹿、野猪、羚羊、河狸和田鼠等，

以鹿的数量和种类最多，是主要的狩猎对象，

不见鱼类遗存，亦基本不见渔猎工具［33］。因

此，宗日遗址与林家遗址的食物来源均以旱

作农业为主，但二者的肉食来源差异明显，

宗日遗址以狩猎为主，林家遗址以家养动物

为主，这一点在二者的石器类型方面也有反

映。林家遗址石器绝大多数通体磨光，打制

者很少，细石器约占9.3%。宗日遗址的石

制生产工具加工方式有琢制、打制、磨制三

类，三者所占比例大致相同。

宗日遗址中，制作粗糙、数量占绝对优

势的宗日文化陶器属本地所产［34］。发掘者认

为“宗日遗存的最早期，人群构成中东部入

驻者还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很可能就有陶

工，所以A组陶器中的马家窑类型陶器是否为

输入品还不敢断定”［35］。宗日遗址向我们揭

示了马家窑文化扩散的一种可能性，掌握了

农业种植和陶器制作技术的马家窑文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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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同德盆地定居。居住在宗日遗址的居民

仿照马家窑文化陶器，制作了风格相异、器

形相似的宗日文化陶器，种植粟和黍等农作

物，但肉食来源仍是狩猎，而非家养动物。

这一过程中，除马家窑文化人群外，是否有

其他人群参与，目前还缺少直接证据。

（二）马家窑文化的南进

目前，川西地区发现有马家窑文化的遗址

主要有茂县营盘山［36］、波西［37］、安乡［38］，

汶川姜维城［39］，阿坝箭山寨［40］，马尔康哈

林［41］、白赊［42］和金川刘家寨［43］等遗址，

以茂县营盘山遗址材料最为丰富。关于营盘

山遗址的文化性质有营盘山遗存［44］、营盘山

文化［45］和马家窑文化［46］等多种认识。从出

土器类和彩陶纹饰等方面观察，其与河湟洮

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基本一致，应归入马家窑

文化为宜。

营盘山遗址发现有房屋、灰坑、陶窑和

灶坑等日常生活遗迹，表明该遗址人群已存

在定居生活。出土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

图二  宗日遗址出土仰韶晚期陶器文化因素分析
1、2、9、10. 腹耳壶（M198∶15、M273∶2、M167∶1、M256∶2）  3. 罐（M198∶14）  4、14、15. 钵（M83∶1、

M222∶4、M198∶5）  5～7. 腹耳瓮（M157∶2、M157∶4、M198∶17）  8. 盆（M157∶2）
11～13. 壶（M222∶3、M157∶3、M71∶3）  16. 单把罐（M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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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制石器既有剥离石片稍做加工而成的大型

切割器、砍砸器等，又有细石器及小石片石

器。房屋修筑技术成熟，房址面积最大可达

50平方米。肉食来源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

动物约占34.81%，家养动物主要为猪和狗，

猪占主导地位，可能还有黄牛［47］。农作物有

黍和粟等，同时浮选出大量的田间杂草［48］。

以上说明营盘山人群的农业已初具规模。营

盘山遗址发现9处人祭遗存，其中有两具保

存较好的人类骨骼，其测量特征与甘肃地区

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接近，属“古西北类

型”［49］。δ13C、δ15N同位素分析表明此二

人肉食来源以猪和牛为主，淡水鱼和鹿的贡

献相对较低，稻米在食谱中较小米多［50］，这

与营盘山遗址乃至马家窑文化其他遗址只见

粟作、不见稻作的生计方式有明显差异，表

明此二人可能来自长江流域。虽然目前还缺

少旁证，但至少可以肯定，营盘山人群与稻

作农业人群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与宗日遗址类似，营盘山遗址的泥质陶

与夹砂陶亦存在很大差别。关于营盘山遗址

彩陶的来源，虽有科技考古的介入，但依然

存在争议。有学者根据川西地区相关遗址彩

陶胎体的化学元素认为川西地区的马家窑文

化彩陶非本地所产，而是从甘肃马家窑文化

腹地进口而来［51］，其后有学者对数据的显著

性提出了质疑［52］。近期，有学者对川西地区

15个遗址的彩陶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认为

较早阶段的哈休遗址与甘肃地区彩陶成分相

似，但偏晚阶段的营盘山遗址彩陶中的Na2O

和CaO含量明显偏低，恰好与川西河谷地区第

四纪红色古土壤化学特征一致，这表明川西

地区马家窑文化较早阶段的彩陶可能系外来输

入，但在较晚阶段应为本地烧制［53］。这些线

索都倾向于川西马家窑文化彩陶由甘肃输入，

并可能还伴随着人群迁徙［54］。

从目前的发现和相关研究看，营盘山人

群已具备了生产彩陶的基础条件，当地有生产

泥质陶的陶土和技术，营盘山遗址发现的陶窑

显示，其烧制温度最高可达1000 ℃［55］。马家

窑文化黑彩的颜料多为磁铁矿、软锰矿和黑

锰矿［56］，这些矿物在四川均有分布，即使无

法获取这些矿物，运输颜料也远比彩陶成品要

方便、快捷、高效。在此条件下，营盘山人群

选择当地生产彩陶的可能性应大于输入。

营盘山遗址向我们揭示了马家窑文化扩

散的另一种可能性。马家窑文化向南扩散至

川西地区，陶器风格、生计方式并未发生质

的变化，且有可能从马家窑文化腹地输入彩

陶。与庙底沟文化向西扩散的结果相同，川

西山地的马家窑文化人群也加强了对野生动

物资源的开发。

三、结  语

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先后向外扩

散，促使甘青地区和川西地区进入新石器时

代。这一过程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点

是民和胡李家、同德宗日和茂县营盘山等遗

址都有细石器发现，与之对应的是这些遗址

狩猎在肉食来源中占有较大比例。大地湾遗

址的材料表明细石器与农作物、驯化动物的

数量呈负相关［57］。泾渭河流域庙底沟文化遗

址中已经无细石器，胡李家遗址出现的细石

器是人群的二次发明还是与其他人群有关，

目前的材料还不足以形成进一步的认识。马

家窑遗址有细石器发现，同德宗日和茂县营

盘山等遗址所在区域目前并无细石器工艺传

统，因此这些遗址的细石器有可能是文化扩

散的结果。

从泾渭河流域沿渭河、洮河、黄河而

上，就可以到达河湟洮地区。从洮河流域

进入川西山地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为经陇

南—白龙江进入四川盆地北缘后向南，另一

条路线为经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尔盖草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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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岷江直达川西山地。这两条路线都存在

不合理因素，一从白龙江进入川北山地后，

仍要继续向南200千米，再逆岷江而上100千

米才可到达川西山地；二从若尔盖草原进入

岷江流域，道路艰阻，环境多变，困难重

重。因此，马家窑文化进入川西地区的路线

仍需要更多考古材料证明。

不同的文化扩散方式所产生的结果不

同。民和胡李家遗址直接复制了扩散主体的

生活方式，包括居住形式、生产生活工具及

农业。营盘山的情况与胡李家相似，现有研

究倾向于认为川西山地部分马家窑文化彩陶

从甘青地区输入，人群可能与长江流域存

在某种联系。马家窑文化扩散至同德盆地以

后，在当地开始制作陶器、种植农作物，陶

器器形与马家窑文化类似，但风格有很大的

差异。如果这些文化扩散有当地非农业人群

的参与，那胡李家遗址与营盘山遗址是一种

碾压式、入侵式的文化扩散，而宗日遗址则

是一种浸入式、启发式的。

技术扩散、文化交流与人群迁徙是一个

复杂的关系，胡李家、宗日和营盘山等遗址

向我们揭示了不同的场景。当人群扩散至新

的环境中后，文化的控制力、人群的能动性

等都会对新环境做出反应。文化的控制力使

人群沿用已有的传统和习惯，如胡李家遗址

和营盘山遗址，而能动性则让人群适应新的

环境和资源，甚至变异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

化，如宗日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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